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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制造业集聚能否实现碳减排与城市高质量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在构建制造业集聚、城市特征和

碳排放三者关系的理论框架基础上，以我国城市面板数据为样本，探讨城市属性特征和制度特征如何

影响制造业集聚的碳减排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倒 U 型关系，当

集聚水平达到一定阈值后会表现出碳减排效应；城市属性特征改善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制造业集聚的

碳减排效应；制度特征对制造业集聚的碳减排效应存在正负两方面影响，当制度特征突破一定阈值后

会提高制造业集聚的碳减排效应；在两者形成的综合特征影响下，制造业集聚与碳排放间的关系呈现

出复杂的异质性。因此，要更好地发挥制造业集聚的碳减排效应，需以两者的作用关系为基础，并结

合城市特征的差异进行合理的分类管理和精准的靶向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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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碳排放量持续增多产生的温室效应越来越

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问题之一。在此背景下，我国曾多次在“五年规

划”
①
中提出约束性控制目标，其中便包括碳排

放强度。2014 年底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中我国表示“中国计划 2030 年左右二氧化碳排

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2015 年党的十

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绿色发展理念”，进一

步突出了“低碳”发展的重要性。 

IPCC(2019)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制造业碳

排放量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比例高达 53.27%。制

造业作为我国的碳排放大户，其碳减排效果直接

决定了我国总体碳减排目标能否顺利实现[1]。集 

聚作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空间客观规律，在优化

资源配置与产业结构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其

产生的拥挤效应也会对碳减排产生不利影响。因

此要实现经济发展的内涵式转变与二氧化碳减

排目标，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处理好制造业集聚与

碳减排之间的关系，推动制造业集聚减少碳排放

以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率“双赢”的高质量  

发展。 

关于制造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国内外学

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相关研究。国外的研究多是

从城市群的角度出发探讨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

如Hosoe & Naito[2]研究了跨国界污染传播与区域

集聚效应，指出制造业集聚会带来水污染和空气

污染等问题，进而影响其他部门的生产率。也有

学者研究了城市中居民居住密度对耗油量和碳

排放的影响，指出居住密度与耗油量及碳排放之

间存在负相关关系[3−4]。国内学者关于制造业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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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碳排放影响的研究较为丰富，但由于在侧重的

角度与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使得研究结论

也有所不同。闫逢柱等[5]的研究发现，短期内产

业集聚有利于改善环境，但长期内二者之间不存

在必然因果关系。有学者则研究发现，制造业集

聚程度与碳排放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负相关关

系，即制造业集聚有利于减少碳排放[6−7]。还有不

少学者对制造业集聚与碳排放的关系进行了更

深层次的研究，发现二者之间并非只存在简单的

线性关系，如李宏彪等[8]将制造业进行分类研究，

发现资源密集型制造业集聚会导致碳排放强度

增加，高新技术较为集中的制造业集聚会降低碳

排放强度；肖爽爽等[9]探究了制造业集聚对碳排

放强度的影响与空间效应，发现制造业集聚会增

加碳排放强度，并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即集

聚水平提高会增加本地碳排放强度，降低毗邻地

区碳排放强度；王永培等[10]在制造业集聚与碳排

放二者关系基础上引入环境规制因素，研究发现

制造业集聚与碳排放的关系会因环境规制强度

的不同呈现出异质性。 

既有文献对制造业集聚与碳排放之间的关

系展开了较为丰富的探讨，但尚未发现将上述两

者关系纳入城市特征框架下展开系统讨论的理

论与实证分析。而从逻辑上看，制造业集聚与城

市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对碳排放的作用也势

必会受到城市特征的影响，因此脱离城市特征探

讨制造业集聚与碳排放的关系存在一定的片面

性。就本文的边际贡献而言，在理论框架构建方

面，根据属性特征与制度特征的不同维度，探讨

了不同城市特征如何影响制造业集聚的碳减排

效应，以拓展和深化现有文献对上述两者理论关

系的相关研究；此外，从政策含义来说，根据实

证研究中城市特征框架下制造业集聚与碳排放

的关系变化，进而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分类管理，靶向施策，以期更有效地促进制造业

集聚的碳减排效应。 

 

二、城市特征下制造业集聚影响碳 
排放的理论机制 

 

空间集聚是产业分布的重要典型化事实，而

制造业作为“高耗能”产业之一，其集聚无疑会

对城市这一空间的碳排放问题产生重要影响。从

集聚经济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制造

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可以归结为“集聚效应”

与“拥挤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制造

业集聚会对碳排放产生正外部性。制造业企业在

某一区域集中可以共享原材料场地与劳动力市

场，从而起到降低成本、节约能源的作用；与此

同时，集聚区本身所具有的规模经济效应会对集

聚区以外的劳动力等要素产生“虹吸效应”
②
，

进一步促进产业内、企业间的知识学习与技术溢

出效应的发挥，使人力资本、设备及能源的利用

率得到提升，从而减少碳排放，即制造业集聚带

来的“集聚效应”会减少碳排放。另一方面，制

造业集聚也会对碳排放产生负外部性。集聚的形

成会带来人口与生产规模的扩大，与之伴随的便

是对能源需求量的增加；此时产业规模效应和能

源强度效应[11]的叠加使得制造业更多地呈现出

“低效率”“高能耗”的特点，即制造业集聚产

生的“拥挤效应”会加剧碳排放。综合而言，制

造业集聚对碳排放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取决于

在其发展阶段中是集聚效应还是拥挤效应占据

主导地位，因此，本文推测制造业集聚与碳排放

之间并非只存在一种单纯的线性关系。基于上述

分析，如何利用制造业集聚趋利避害，从而更好

地实现城市碳减排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城市所具有的先天禀

赋可以称作“第一自然”，而在先天基础上为了

发展由后天改造形成的条件称为“第二自然”[12]，

上述制造业集聚与城市碳排放的关系势必会受

到“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的影响。本文将

城市的“第一自然”条件称为属性特征，并考虑

到其所具有的“先天性”或“非人为改造性”，

选取城市区位与城市规模
③
以说明不同属性特征

对制造业集聚碳减排效应的影响；同样地，将“第

二自然”条件称为制度特征，同时构建以市场化

为主体，财政分权与对外开放为补充的“一体两

翼”框架，说明不同制度特征如何影响制造业集

聚的碳减排效应。具体概括如图 1 所示。 

假设城市特征能够用不同“等级”进行量化，

当城市特征越有利于提高制造业集聚的碳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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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城市特征下制造业集聚碳减排效应的影响路径 

 

效应时，定义其城市特征的等级越高；在此基础

上设定 X1、X2分别代表属性特征与制度特征的等

级，P1、P2分别为维持属性特征与制度特征的单

位成本，那么当一个城市在某个时点上分别维持

X1、X2 等级的属性特征与制度特征的综合状态

时 ， 其 所 需 要 花 费 的 成 本 可 以 表 示 为

I=P1X1+P2X2。在此基础上，下文将通过图 1 说明

属性特征与制度特征如何影响制造业集聚的碳

减排效应。 

在图 1(a)中，如果不考虑“经济代价”，改善

城市的属性特征与制度特征以提高制造业集聚

的碳减排效应通常有三种途径。第一，保持制度

特征不变，只改善属性特征，反映在图 1(a)中即

由 A 点移动到 C 点。首先在城市区位层面，城市

越靠近东部往往越有利于促进制造业集聚减少 

碳排放，因为相比中西部而言，东部地区的地形

地貌更适宜居住与产业发展，故较容易形成集聚

效应。此外，东部城市能够利用自身近海的地理

位置优势，在对外开放的背景下更多地吸引海外

资本与新技术，进一步拉大与中西部城市间的要

素禀赋差距，因此东部城市能够利用其区位优势

带来的集聚效应与要素禀赋优势优化制造业集

聚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从而减少城市碳排放。

其次，城市规模扩大有利于制造业集聚的内部分

工深化，城市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经济与制造业

集聚效应的结合会提升制造业集聚减少碳排放

的作用。第二，保持属性特征不变，只改善制度

特征，反映在图中即由 A 点移动到 E 点。首先，

提高市场化水平有利于减少因政府过度干预导

致的要素配置扭曲现象，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作用，提高资源利用率从而改善制造业集

聚“高能耗”“低产出”的劣势。其次，在财政

分权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的经济自主权得以

提升，但以 GDP 为核心的政治锦标赛往往使地

方政府以环境破坏为代价提振经济[13]；但另一方

面，在环境状况逐渐成为官员选拔考核指标的背

景下，财政分权会倒逼地方政府加强环境监管，

从而促进制造业集聚减少碳排放。最后，对外开

放会影响制造业集聚与碳排放的关系，一方面根

据“污染避难所”假说，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会

加剧制造业集聚的碳排放问题；另一方面根据

“污染光环”假说，对外开放会通过技术外溢效

应促进制造业集聚的低碳化发展。第三，同时改

善属性特征与制度特征，反映在图中即由 A 点移

动到曲线 CE 间的任意一点，比如 F 点。我国城

市间存在诸多差异，通过改善单一特征以提高制

造业集聚碳减排效应的方法可能并不适用于所

有城市，因此还可以通过同时改善属性特征与制

度特征，使二者优势互补从而达到相同的碳减排

效应。 

然而在现实情况下，改善城市特征以促进制

造业集聚的碳减排效应需要付出一定的“经济代

价”，可用公式表示为：C=∆I=P1∆X1+P2∆X2。据

此，本文在图 1(a)的基础上引入预算线得到图

1(b)，以说明不同城市在资源禀赋、经济实力等

约束条件下如何调整、优化自身特征以提高制造

业集聚的碳减排效应。图 1(b)中通过 C、E 两点

处的预算线不同，说明通过不同路径实现相同制

造业集聚的碳减排效应所需的“经济代价”并不

相同，并且在现实条件下，城市往往通过同时改

善两种特征以提高制造业集聚的碳减排效应，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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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 路径，点 F 的具体位置需要由城市资源条件

与“经济代价”的约束以及目标碳减排效应共同

决定。因此在改善城市特征以促进制造业集聚的

低碳化发展时，应该充分考虑相应路径产生的成

本与城市自身条件，在约束范围内协调改善属性

特征与制度特征，从而选择合意的方式提高制造

业集聚的碳减排效应。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将有关制造业集

聚、城市属性特征与制度特征、碳排放间的作用

关系概括为图 2 所示。 

 

三、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计量 
模型 

 

(一)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关于碳排放的计算方法并不统一，本文结合

相关文献[14−15]选取会产生碳排放的 9 类能源

(如表 1 所示)，并根据能源消耗量与相应碳排放

系数计算得出，其公式如下： 
 

2CO i iE    

其中，Ei为 i 类能源的消耗量，δi为 i 类能源的碳

排放系数。 

2. 核心解释变量 

制造业集聚(magg)：本文参考杨仁发[16]、惠

炜和韩先锋[17]、曾艺等[18]的做法，将集聚水平用

区位熵进行度量。j 地区 i 产业的区位熵计算公  

式为： 
 

ij i

j

x xagg
x x

          
 

 

其中，xij为 i 产业在 j 地区的就业人数，xj为 j 地
区所有产业的就业人数，xi 为全国层面 i 产业的

就业人数，x 为全国层面所有产业的就业人数。

本文研究的产业为制造业，即用区位熵计算制造

业集聚(magg)。 

3. 控制变量 

考虑到影响碳排放的因素有许多，同时为了

减少遗漏变量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引入相关

控制变量，具体如下： 

(1) 经济发展水平(pin)：采用地区人均 GDP

度量。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认为人均收入与环

境污染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关系，因此本文推测人 

 

 

图 2  制造业集聚、城市特征与碳排放间的作用关系 

 

表 1 各种主要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表 

能源种类 原煤 焦炭 原油 燃料油 汽油 煤油 柴油 电力 天然气

平均单位 

发热量 

20 908 

kj/kg 

28 435 

kj/kg 

41 816 

kj/kg 

41 816 

kj/kg 

43 070 

kj/kg 

43 070 

kj/kg 

42 652 

kj/kg 

3 600 

kj/kw·h 

35 544 

kj/m3 

CO2排放 

系数 

1.900 3 

 kg/kg 

2.860 4  

kg/kg 

3.020 2 

kg/kg 

3.170 5 

kg/kg 

2.925 1

 kg/kg 

3.017 9

 kg/kg 

3.095 9  

kg/kg 

1.302 3 

kg/kw·h 

2.162 2

kg/m3 

注：相关数据从《综合能耗计算通则》与《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等相关文件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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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收入也会对碳排放产生影响。 

(2) 产业结构(is2)：采用第二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度量。一般说来，第二产业比重越高，

其产生的碳排放量也越多[19]。 

(3) 政府宏观调控(gr)：采用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度量。政府作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也会对

作为环境问题之一的碳排放进行调控。 

(4) 城镇化水平(ur)：采用地区城镇人口与地

区总人口比重度量。一方面，城镇化过程中引起

的大量能源消费会增加碳排放；另一方面，当城

镇化达到一定水平后，新技术的应用与绿色发展

模式的实施会减少碳排放[20]。 

(5) 环境规制(so2)：采用二氧化硫去除率
④
度

量。通常来说，较高的环境规制程度会迫使企业

降低碳排放。 

(二)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本文设定如下基本模型： 
 

yit=α0+α1maggit+βControlit+μi+εit      (1) 
 
式(1)中，i 代表城市，t 代表时间，magg 代表制

造业集聚水平，y 代表被解释变量，即碳排放水

平，Control 代表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

pin、产业结构 is2、政府干预程度 gr、城镇化水

平 ur 和环境规制 so2，μi 代表个体固定效应，εit

为随机扰动项。 

为了进一步考察制造业集聚与碳排放之间

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现将制造业集聚的二次项

引入基本模型，设定如下模型。 
 
yit=α0+α11maggit+α12(maggit)

2+βControlit+μi+εit  (2) 
 

参考机理分析中城市制度特征的内容，此处

对市场化、财政分权、对外开放进行说明。市场

化水平(mare)参考樊纲[21]和孙晓华[22]等的研究思

路，从政府干预度、经济主体自由度、对外开放

度、要素市场完善度和产品市场成熟度五个方面

构建指标体系，进而采用改进熵值法
⑤
进行测度。

其中，政府干预度以财政支出/GDP 来表示；经

济主体自由度以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数/年

末单位从业人员数来表示；市场对外开放度以实

际利用外资/GDP 来表示；要素市场完善度以城

镇失业人数/各城市平均城镇失业人数来表示；产

品市场成熟度以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法人数/销

售总额来表示。财政分权(fd)用地级市人均财政

支出/(地级市人均财政支出+所在省级人均财政

支出+人均中央财政支出)来表示[23]。对外开放水

平(op)从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两个方面构建

综合指标进行度量[24]，其中，外贸依存度用进出

口贸易额/GDP 表示；外资依存度用实际利用外

资/GDP 表示，而进出口贸易额与实际利用外资

依据当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年平均汇率进行换算。 

综上，本文将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分别从上

述三个角度考察城市制度特征如何影响制造业

集聚与碳排放的关系
⑥
。以市场化程度为例，模

型建立如下：  
yit=α0+α1maggit+α2mareit+α3maggit×mareit+ 

βControlit+μi+εit              (3)  
其中 mare 代表市场化程度。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有效性，剔除数据严

重缺失的城市，本文选取 2006—2017 年我国 132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进行分析。数据主要来

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7—2018 年)，《中

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7—2014 年)，部分城

市经济统计年鉴、经济年鉴等。本文对个别缺失

的数据采用均值法予以补充。 
 

四、计量检验结果分析 

 

 (一) 制造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 

考虑到城际间可能存在的异方差与自相关

问题，对模型分别进行了 wald 检验和伍德里奇

(wooldridge)检验。检验结果都显示拒绝原假设，

即模型存在异方差与自相关问题，具体结果见表

2。因此，本文选取能够修正以上问题的广义最

小二乘法(FGLS)进行回归。 

为考察制造业集聚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本

文将制造业集聚的一次项、二次项依次引入模

型，分别与碳排放进行回归，具体结果见表 3，

并将其作为本文的基本模型。 

观察表 3 中模型(1)、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

以看到制造业集聚对碳排放存在倒 U 型的非线

性影响，即在一定范围内，制造业集聚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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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异方差与自相关检验 

检验类型 检验内容 检验统计量 伴随概率 检验结果 检验结果 

wald 检验 组间异方差检验 wald 统计值 190 000 0.000 00 拒绝原假设 

wooldridge 检验 组内自相关检验 F 统计值 11.882 0.000 80 拒绝原假设 

 

表 3  制造业集聚与碳排放计量结果 

解释变量 magg magg2 pin is2 gr ur so2 cons N 
Wlad 

chi2

模型(1) 
0.118*** 

(0.008) 
 

0.340*** 

(0.000) 

0.014***

(0.000)

−2.168***

(0.000) 

0.287**

(0.027)

0.381*** 

(0.000)

12.523*** 

(0.000) 
1 584 449.45

模型(2) 
0.630*** 

(0.000) 

−0.209*** 

(0.000) 

0.362*** 

(0.000) 

0.014***

(0.000)

−2.181***

(0.000) 

0.265**

(0.038)

0.367*** 

(0.000)

12.074*** 

(0.000) 
1 584 492.55

注：圆括号中为 p 值，*、**、***分别表示通过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其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越大，但是制造业

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还存在一个“临界值”
⑦
，

当制造业集聚程度越过这一“临界值”时，其产

生的集聚效应便开始发挥作用，进而对碳排放产

生抑制作用，这一结果与现实较为相符。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得以迅速发展，其在空间上

的集聚态势也日益显现。但是在追求经济快速增

长的背景下，就碳排放而言，制造业集聚产生的

拥挤效应往往会较快形成，而集聚效应的形成则

相对滞后，从而造成因制造业集聚而导致的能源

消耗大、生产效率低的现象，进而加剧了碳排放。

伴随制造业集聚程度不断提高，集聚效应得以形

成并逐渐超过拥挤效应，进而对碳减排产生有利

影响。具体来讲，集聚效应会带来外部经济效益、

创新效益与竞争效益，其中外部经济效益主要体

现为提高制造业的能源利用率，降低能源消耗；

创新与竞争效益则主要指集聚效应有助于促进

企业之间的知识、技术溢出，加快制造业企业创

新与转型升级，同时在“优胜劣汰”的法则下不

断淘汰高能耗、低效率的企业，推动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 

从控制变量来看，除环境规制之外，其余变

量的计量结果与预期一致。其中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与碳排放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分析其原因，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可能与我国

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关。尽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早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就被提出，但是粗放式发

展的惯性使得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进程缓慢，从

而使得经济发展水平上升的同时资源消耗也会

增加，进而带来碳排放增加。就产业结构而言，

则是因为第二产业能耗大，对应产生的二氧化碳

也就越多，因此第二产业占比与碳排放成正比。

政府宏观调控与碳排放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政府作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会对企业进行一定

的技术创新投资或补贴，以减少高消耗、低产出

的产品生产方式，从而促进碳排放的减少。城镇

化水平与碳排放之间主要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表

明我国总体城镇化水平的上升加剧了能源消耗，

而其在促进企业采用低碳技术与提高居民环保

意识上的作用还未得以凸显。环境规制的结果与

预期相反，其原因可能在于我国还未建立起有效

的环境规制综合体系，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竞争主

要体现出“逐底竞争”的特征[25]，从而导致环境

规制对碳排放产生了负面作用。 

(二) 稳健性检验 

在稳健性检验方面，本文从样本、变量、估

计方法三个角度展开，以进一步验证上述相关结

论。首先在样本方面，本文在地级及以上城市样

本的基础上，剔除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个

直辖市的数据，以减少样本中极端值带来的估计

偏差。其次在变量方面，通过更换被解释变量指

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借鉴邵帅等人[26]的做

法，用人均碳排放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最

后在估计方法方面，将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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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具变量，使用 2SLS 法估计原有模型并处理

内生性问题。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4。 

从以上计量结果来看，首先，剔除 4 个直辖

市的样本数据后，计量结果与基础回归一致，所

以从改变城市样本的检验角度来看，基础回归结

果是稳健的。其次，将碳排放指标进行人均变换

后，系数大小及显著性虽有所改变，但仍在可接

受的区间，因此说明基础回归结果较为稳健。最

后，改变估计方法的结果中，模型(1)显示制造业

集聚有利于碳排放量的减少，这一结果与原模型

有所不同，考虑到构建工具变量后采用 2SLS 法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所以

这一结果相对更加可靠，但是引入集聚二次项

后，结果仍然显示制造业集聚与碳排放间呈现倒

U 型关系，因此综合考虑后可以认为在一定程度

上说明了原有结论的稳健性。 

以上对基本模型的分析与检验表明：制造业

集聚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稳健的倒 U 型关系。基于

此，如何促进制造业集聚尽快跨过临界点以发挥

碳减排效应将是本文要重点研究的问题。考虑到

不同城市中制造业集聚程度与发展条件不同，本

文将进一步探讨城市特征差异下制造业集聚与

碳排放的关系，以便更针对性地基于倒 U 型关系

提高城市制造业集聚的碳减排效应。 

(三) 属性特征下的制造业集聚与碳排放 

考虑到我国不同地区在经济、社会环境等方

面存在着历史性差异，这些差异会导致城市的属

性特征不同，因此本文将总样本按照城市区位与

城市规模进行划分，分别为东、中、西部城市和

大、中、小型城市，进而对划分后的样本同样使

用 FGLS 方法进行估计，具体结果分别见表 5、

表 6。 

 

表 4  制造业集聚与碳排放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改变城市样本 更换变量指标 改变估计方法 

模型(1) 模型(2) 模型(1) 模型(2) 模型(1) 模型(2) 

magg 0.128*** 
(0.004) 

0.623*** 
(0.000) 

0.129*** 
(0.003) 

0.222* 
(0.083) 

−0.132* 
(0.074) 

0.634** 
(0.026) 

magg2  
−0.201*** 

(0.000) 
 

−0.039 
(0.439) 

 
−0.320*** 

(0.003)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 12.501*** 
(0.000) 

12.066*** 
(0.000) 

−2.387*** 
(0.000) 

−2.467*** 
(0.000) 

11.402*** 
(0.000) 

11.044*** 
(0.000) 

N 1 536 1 536 1 584 1 584 1 452 1 452 

Wlad chi2 426.78 466.42 402.37 405.88 1 084.42 1 098.82 

注：限于篇幅，此处省略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以下各表均做相同处理 

 

表 5  城市区位特征下的制造业集聚与碳排放 

解释变量 
东部城市 中部城市 西部城市 

模型(1) 模型(2) 模型(1) 模型(2) 模型(1) 模型(2) 

magg −0.523*** 
(0.000) 

−0.995*** 
(0.000) 

0.356*** 
(0.000) 

0.877*** 
(0.000) 

−0.629** 
(0.047) 

1.071 
(0.365) 

magg2  
0.137 

(0.134) 
 

−0.262** 
(0.038) 

 
−1.190 
(0.148)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 12.068*** 
(0.000) 

12.078*** 
(0.000) 

12.851*** 
(0.000) 

12.341*** 
(0.000) 

13.979*** 
(0.000) 

13.619*** 
(0.000) 

N 528 528 840 840 204 204 

Wlad chi2 233.47 239.31 278.81 317.03 90.32 7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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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城市规模特征下的制造业集聚与碳排放 

解释变量 
大型城市 中型城市 小型城市 

模型(1) 模型(2) 模型(1) 模型(2) 模型(1) 模型(2) 

magg 
−0.107* 

(0.095) 

−0.499** 

(0.046) 

−0.185** 

(0.020) 

−0.846*** 

(0.000) 

0.126 

(0.183) 

0.563* 

(0.079) 

magg2  
0.166 

(0.102) 
 

0.253*** 

(0.002) 
 

−0.207 

(0.146)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 
11.323*** 

(0.000) 

11.439*** 

(0.000) 

11.049*** 

(0.000) 

11.452*** 

(0.000) 

10.941*** 

(0.000) 

10.510*** 

(0.000) 

N 720 720 420 420 444 444 

Wlad chi2 875.95 872.90 528.61 542.28 169.14 194.03 

 

观察计量结果，东部城市制造业集聚与碳排

放之间只存在负向线性关系；中部城市制造业集

聚与碳排放存在倒 U 型非线性关系；西部城市引

入二次项后的结果并不显著，这表明制造业集聚

与碳排放仅存在负向关系。东部城市具有先天要

素禀赋与地理区位优势，有利于制造业较快发

展，因此其集聚效应的形成要早于中西部城市；

此外东部城市作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其技

术创新能力较强，有能力率先促进技术密集型制

造业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淘汰落后的高能

耗低端产业，从而达到碳减排的效果。与东部城

市相比，中部城市的区位优势并不明显，且其经

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为落后，制造业发展较慢使得

集聚效应的形成较慢，从而对碳排放主要表现出

加剧作用。此外，东部沿海城市多为技术密集型

制造业集聚区，而中西部城市则主要吸引资源型

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因此与东部城市相比，中

西部城市制造业集聚的碳减排效应较弱。再加上

我国西部城市位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制造业的发

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位置与资源条件

的限制，受地区跨度大、面积广特点的影响，多

数制造业并未形成规模化的产业集聚状态，因此

拥挤效应并不显著，由此西部城市制造业集聚与

碳排放之间呈现负向关系。 

考虑到城市规模这一属性特征时，计量结果

显示大型城市制造业集聚与碳排放之间仅存在

负向线性关系；中型城市制造业集聚与碳排放存

在 U 型非线性关系；小型城市制造业集聚与碳排

放存在正向关系。城市经济学理论认为，城市规

模的扩大会为城市中的产业带来正外部性，而碳

排放这一环境问题会受到此外部性的影响，从而

使得不同规模的城市其制造业集聚与碳排放的

关系不同。一般来讲，城市规模越大，它所能容

纳的制造业企业会越多，产生的市场竞争就会越

激烈，从而促使制造业不断创新技术和发展模式

以适应当下“绿色发展理念”的要求；同时，企

业越多越有利于制造业产业链的完善，从而提高

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能耗，减少碳排放。此外，

城市规模越大，它所具有的劳动、技术等要素资

源也会越丰富，各种类型的要素集聚会产生明显

的外溢效应，且其中包含的高素质人才与先进技

术有利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从而带动城

市制造业的高端化发展。也就是说，制造业集聚

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会受到城市规模的约束，而

这种约束关系正是源于城市规模所引致的“集聚

效应”和“选择效应”[27]，城市规模的扩大有利

于这两种效应的发挥，所以城市规模越大制造业

集聚的碳减排作用越明显。另外，我国城市的规

模大小与其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并且规模越大往

往意味着城市发展水平越高；而与较高的经济发

展水平相匹配，大中型城市的环保意识、基础设

施建设、城市管理能力等比小型城市成熟。因此，

城市规模越大，其所具有的良好社会环境和软硬

件设施优势就进一步促进了制造业集聚碳减排

效应的发挥。 

(四) 制度特征下的制造业集聚与碳排放 

在考察属性特征下城市制造业集聚与碳排

放关系之后，下文将进一步分析制度特征如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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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二者之间的关系。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 

斯[28]指出，制度质量能够影响一国或一个地区的

经济发展。而制造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发展自然也会受其影响。由于制度质

量涉及范围很广，作为一个比较复杂的制度体

系，制度质量的衡量没有一个特定的标准[29]，本

文借鉴现有研究[30−31]的做法，选取樊纲等[21]研究

得到的市场化指数作为制度质量的代理变量，同

时为对其研究进一步深化，本文还将从“市场化

指数”子指标的角度出发，选取财政分权和对外

开放度作为制度质量的代理变量进行拓展分析，

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制度特征下的制造业集聚与碳排放 

解释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调节变量 

X：mare 

调节变量 

X：fd 

调节变量

X：op 

magg 
0.377** 

(0.042) 

0.379*** 

(0.000) 

0.164*** 

(0.001) 

X 
0.123 

(0.125) 

3.551*** 

(0.000) 

0.607*** 

(0.005) 

magg×X 
−0.193*** 

(0.003) 

−0.990*** 

(0.000) 

−0.317** 

(0.011) 

Controls YES YES YES 

cons 
12.805*** 

(0.000) 

12.659*** 

(0.000) 

12.465***

(0.000) 

N 1584 1584 1584 

Wlad chi2 445.83 664.66 472.31 

 

从表 7 的计量结果来看，模型(1)、模型(2)、

模型(3)中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为负，表明三种制

度特征均有利于发挥集聚的碳减排效应。具体来

看，模型(1)中 magg 的系数由(0.377−0.193mareit)

决定，其交互项的系数为−0.193，且在 1%的水平

上显著，说明制造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会随着

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得到缓解，并且当 mareit>1.953

时，制造业集聚将会发挥碳减排的作用。相类似，

模型(2)、模型(3)的实证结果表明，当 fdit>0.383

或 opit>0.517 时，制造业集聚都将发挥碳减排   

效应。 

由上述分析可见，制度特征对制造业集聚与

碳排放关系的影响存在临界点，也就是当相应制

度特征的水平突破临界点时，制造业集聚才能有

效发挥对碳减排的促进作用。首先，从市场化水

平角度来看，未达到临界点之前，有效市场往往

处于缺位状态而政府则处于越位状态，从而在整

体上削弱了市场化这一制度特征的作用；而在突

破临界点之后，市场化水平越高往往意味着其越

有效，主要表现在有为政府的执行能力与经济主

体的自由度较高，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较为成熟

等，所以市场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企业进行技术

研发和创新，充分发挥制造业集聚产生的外部规

模经济效应与技术外溢效应，从而促进制造业转

型升级，进而实现城市碳减排。其次，财政分权

下的央地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一方

面，作为代理人的地方政府相较于作为委托人的

中央政府而言，其对所在辖区情况具有更大的信

息优势，因此随着财政分权的提高，地方政府在

了解本地制造业发展状况的基础上，能够更好地

提供公共服务、更有效率地配置资源，从而形成

更有利于制造业集聚发展的资源配置方式。另一

方面，政府官员受到原有单一 GDP 考核下的政

治晋升激励，在更加重视经济建设的同时忽视了

环境保护；但伴随着我国经济进入到高质量发展

阶段，中央政府逐渐加强了对地方政府环境监管

的约束，环境状况也日益成为官员绩效考核的一

个重要指标，也就是从单任务委托代理关系变成

了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从而倒逼地方政府在推

动制造业集聚的同时促使推动制造业技术创新

与效率提升，进而减少碳排放。最后，相比内部

市场而言，对外开放实质上是在更大空间内对商

品和要素等进行配置，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则会

扩大这一空间范围，在“污染光环效应”[32]的影

响下，对外开放有利于提高制造业集聚的碳减排

效应。具体而言，一方面，在对外开放的背景下，

制造业企业可以引进先进的技术以及清洁生产

方式，集聚区的企业通过共享技术及管理方面的

资源实现技术外溢，从而改变传统粗放的发展方

式，降低碳排放；另一方面，外资企业的不断加

入对制造业集聚区的技术创新产生一定压力，从

而激发本土企业的技术潜能，不断提高其开发低

碳生产技术的能力，从而减少碳排放
⑧
。 

(五) 综合特征下的制造业集聚与碳排放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的不同属性特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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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特征都会影响制造业集聚与碳排放的关系，

且分不同城市特征分析有利于明确某种特征如

何发挥作用。同时，考虑到现实情况下城市的属

性特征与制度特征并不能完全相互剥离，因此本

文将两种特征纳入同一框架下，考察城市综合特

征如何影响制造业集聚与碳排放的关系。计量结

果见表 8、9。 

由表 8 可以看出，制度特征在不同的城市区

位中发挥的作用有所差异。首先从市场化层面

看，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其制造业集聚程度相对

较高，且市场化水平也较高，经济利益的追逐使

得两者的相互叠加更易造成集聚过度，从而加剧

了碳排放；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其资源配置

的广度和深度也会得以加强，但碳排放与“环境”

这一公共产品的供给密切相关，因此也需要政府

加强环境规制，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

定性作用”的同时，还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制造业集聚程度和市场水

平都较低，在这种情况下，伴随着市场化水平的

提高，集聚效应更能有效地生成，从而降低碳排

放；且在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相对于中部来

说，其集聚的碳减排效应更加显著，这也从侧面

进一步印证了上述观点。其次在财政分权层面，

东中部地区的经济水平较高，财政分权下地方政 

 

表 8  综合特征下的制造业集聚与碳排放(1) 

解释 

变量 

调节变量 X：mare  调节变量 X：fd 调节变量 X：op 

东部 

城市 

中部 

城市 

西部 

城市 

 

 

东部 

城市 

中部 

城市 

西部 

城市 

东部 

城市 

中部 

城市 

西部 

城市 

magg 
−1.658*** 

(0.000) 

0.576*

(0.091)

3.493** 

(0.016) 
 
−0.348**

(0.014)

0.615***

(0.001)

−1.854**

(0.041)

−0.533***

(0.000)

0.421*** 

(0.000) 

−1.065***

(0.005) 

X 
−0.409*** 

(0.001) 

0.173 

(0.125)

0.890** 

(0.039) 
 

1.181**

(0.027)

3.404***

(0.000)

−2.538

(0.210)

−1.152***

(0.000)

0.389 

(0.547) 

0.297 

(0.912) 

magg×X 
0.415*** 

(0.000) 

−0.191

(0.127)

−1.501** 

(0.013) 

 

 

−0.544

(0.112)

−1.224***

(0.008)

4.213 

(0.145)

0 .288**

(0.024)

−0.871 

(0.280) 

−2.277  

(0.564)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 
12.874*** 

(0.000) 

13.011*** 

(0.000)

6.667*** 

(0.000) 

 

 

12.210***

(0.000)

12.845***

(0.000)

14.969***

(0.000)

11.499***

(0.000)

12.529*** 

(0.000) 

12.063*** 

(0.000) 

N 528 840 204  528 840 204 528 840 204 

Wlad chi2 262.53 266.16 120.91  231.16 400.13 85.47 278.09 302.33 93.44 

 

表 9  综合特征下的制造业集聚与碳排放(2) 

解释 

变量 

调节变量 X：mare  调节变量 X：fd 调节变量 X：op 

大型 

城市 

中型 

城市 

小型 

城市 

 

 

大型 

城市 

中型 

城市 

小型 

城市 

大型 

城市 

中型 

城市 

小型 

城市 

magg 
−0.605*** 

(0.002) 

−1.424***

(0.000) 

0.422 

(0.131) 

 

 

0.213 

(0.162) 

−0.067 

(0.740) 

1.286***

(0.000) 

0.137* 

(0.073) 

−0.150* 

(0.097) 

0.038 

(0.696) 

X 
−0.372*** 

(0.000) 

−0.599***

(0.000) 

0.671*** 

(0.000) 
 

1.797***

(0.000) 

4.592***

(0.000) 

7.761***

(0.000) 

0.209 

(0.000) 

−3.068*** 

(0.001) 

−0.654 

(0.106) 

magg×X 
0.273*** 

(0.000) 

0.460*** 

(0.000) 

−0.342*** 

(0.001) 
 
−0.372 

(0.269) 

−1.207**

(0.037) 

−4.357***

(0.000) 

−0.076 

(0.659) 

1.219*** 

(0.002) 

0.479**

(0.033)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 
13.109*** 

(0.000) 

12.766*** 

(0.000) 

7.210*** 

(0.000) 
 
12.825***

(0.000) 

10.643***

(0.000) 

10.626***

(0.000) 

12.8392*** 

(0.000) 

10.785*** 

(0.000) 

10.481***

(0.000) 

N 720 420 444  720 420 444 720 420 444 

Wlad chi2 317.47 420.83 229.10  339.12 564.25 448.33 281.82 646.82 2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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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更有能力在促进制造业集聚拉动经济增长的

同时兼顾环境问题，从而减少城市碳排放；但二

者相比较而言，东部地区作为我国最发达的经济

带，在央地关系下往往具有更大的主动性，一定

程度上更易造成制造业过度集聚，从而造成其财

政分权下的集聚碳减排效应不及中部地区显著。

对于西部地区来说，其制造业集聚程度较低，经

济实力较弱，使得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的作

用受限；再加上基于 GDP 绩效考核的特点，财

政分权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地方政府间

因政治锦标赛引起的“竞次”行为，从而不利于

提高制造业集聚的碳减排效应。最后在对外开放

层面，东部城市作为我国 FDI 的主要汇集区，对

外开放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持续引进外资，尽管近

年来我国外商投资项目中制造业的比重有明显

的下降，但原有 FDI 引入结构的“惯性效应”[32]

未被打破，FDI 带动下的制造业集聚较易产生拥

挤效应。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其制造业集聚程

度较低，外资企业的引入会加快集聚效应的生

成；但相比东部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水

平较低，引入外资的规模较小，再加之本来就低

的集聚水平，从而使得集聚效应的形成会受到一

定程度的阻滞，所以其对城市碳减排的影响还不

显著。此外，与中部相比，西部地区交互项系数

的绝对值较大，说明其对外开放下的集聚碳减排

效应的作用力度更大，这也体现出制度特征与属

性特征共同影响下的集聚与碳减排关系。 

从计量结果来看，在按人口规模划分的城市

样本中，制度特征对制造业集聚与碳排放关系的

影响同样存在差异。首先，在市场化层面，尽管

大中型城市的市场化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但

城市的规模越大，其内部分工体系往往会越复

杂，市场配置资源的难度就会增加。大中型城市

的规模较大，其市场化可能较难解决好经济发展

中的环境问题，从而造成制造业集聚加剧了碳排

放。对于小型城市来说，尽管城市规模较小但是

其与市场化水平的契合度更高，二者相互结合有

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提高生

产效率，从而减少制造业集聚中产生的碳排放，

进而实现城市碳减排。其次，在财政分权层面，

大中小型城市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都有利于制

造业集聚减少碳排放，说明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

能够更好发挥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但对于

小型城市而言，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的财力与事

权的不匹配程度往往较高，经济实力与预算执行

能力有所欠缺，使其在优化资源配置与促进制造

业转型发展方面受到阻碍，从而未能明显促进制

造业集聚减少碳排放。最后，在对外开放层面，

对大型城市而言，其本身所具有的城市与人口规

模优势有利于制造业的产业链延伸与分工深化，

与此同时伴随对外开放背景下外资企业的不断

进入，企业之间可通过相互学习实现绿色技术共

享，从而促进制造业集聚向绿色方向发展进而实

现碳减排，但考虑到外资企业的引入与技术外溢

效应的发挥之间存在时滞，因此其碳减排效应还

不显著。中小型城市与大城市相比缺少内在规模

经济优势，因此为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往往允许

发达国家将产业链中高产出、高能耗、高污染的

部分向城市内转移，且这部分产业多为制造业。

因此伴随外资企业的引入，制造业集聚更多地表

现出加剧碳排放的现象，即中小型城市中对外开

放下制造业集聚与碳排放的关系更多体现了“污

染避难所”假说。 

 

五、结论与启示 

 

在理论框架构建的基础上，本文以 2006—

2017 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分析不同城

市特征下制造业集聚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实证

结果表明：①制造业集聚具有碳减排效应。制造

业集聚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倒 U 型曲线关

系，即制造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临界点。

当制造业集聚超过临界点时，对碳排放表现出显

著的减排效应。②不考虑城市制度特征时，东西

部城市与大中型城市的制造业集聚能够显著促

进碳减排，没有产生拥挤效应，但在中部城市与

小型城市中产生拥挤效应。③不考虑城市属性特

征时，市场化、财政分权、对外开放三种制度特

征都能显著促进制造业集聚减少碳排放。④当综

合考虑城市的属性特征与制度特征时，制造业集

聚与碳排放间的关系呈现出复杂的异质性，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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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财政分权在综合特征考察背景下对制造业

碳减排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其次为市场化，最

后则是对外开放。 

相关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①提高制造业集

聚水平以减少碳排放。尽管当前制造业集聚已经

呈现出碳减排效应，但考虑到制造业作为高能耗

产业的特性以及我国二氧化碳减排任务的艰巨

性，仍需引导其合理布局，进一步促进制造业集

聚，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从而更有利于实现城

市碳减排。②进一步优化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

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具有向东南沿海城市或

中西部主要大城市流动的趋势，由此产生的要素

集聚能够进一步改善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格局，从

而更高效地发挥其碳减排效应，因此要改革涉及

人口流动的户籍政策等，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

与空间高效集聚。③结合城市属性特征完善其制

度特征体系。第一，大中型城市以及东部城市在

推进市场化进程中要进一步协调“看得见的手”

与“看不见的手”间的配合关系，以促进制造业

集聚减少城市碳排放；第二，加快完善地方政府

环境绩效考核标准，尤其要加强东部城市与大型

城市中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同时中央可对西部

城市实行适当转移支付，以加强地方政府对环境

监管的能力；第三，进一步扩大开放，优化外资

引入结构，学习国外清洁低碳的生产技术与先进

管理经验，改善制造业生产方式，从而不断提高

制造业集聚的碳减排效应。 

 

注释： 

 

① “十一五”规划中我国首次提出约束性节能指标及碳减

排约束性指标(邵帅等，2017)，“十二五”“十三五”规

划也相继提出了控制碳排放量的举措。 

② 陆铭(2016)认为，“虹吸效应”是制造业与服务业在中

心城市更具规模经济效应的另一表述。 

③ 尽管城市规模的形成具有一定“人为”的因素，但与本

文选取的“第二自然”因素相比，“城市规模”的变化

相对更缓慢，因此将其划分为“第一自然”这一类。 

④ 二氧化硫去除率=(二氧化硫产生量-二氧化硫排放量)/

二氧化硫产生量。 

⑤ 改进熵值法参考黄国庆等(2012)的做法。 

⑥ 以分类的方式阐释属性特征，旨在探讨其在如何影响制

造业集聚碳减排效应的同时又便于为后文分析综合性

特征提供基础。 

⑦ 根据回归结果计算出“临界值”为 1.5072，在样本中制

造业集聚程度高于此“临界值”的样本为 203 个，占样

本总量的 12.82%。 

⑧ 虽然对外开放也会有诸如“污染避难所效应”等的出现，

但瑕不掩瑜，新技术和新管理经验等的引进对我国经济

发展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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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ther manufacturing agglomeration can achiev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itie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anufacturing agglomeration, urban characteristics and carbon emissions, this paper takes the panel data of 

cities in China as samples to explore how urban attribute characteristics and institution characteristics affect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manufacturing agglome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inverted U"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ufacturing agglomera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and that, 

when the agglomeration level reaches a certain threshold, it will show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attribute characteristics can improve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manufacturing agglomer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that institution characteristics hav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manufacturing agglomeration, that, 

when the institution characteristics break through a certain threshold,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manufacturing agglomeration will be improved, and tha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omprehens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oth mentioned abo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ufacturing agglomera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presents complex heterogeneity. Therefore,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manufacturing agglomer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s the basis, and further combine the differences of urban characteristics so as to implement reasonable, 

classified management and targeted policy. 

Key Words: manufacturing agglomeration; attribute characteristics; institution characteristics; carbon 

e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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